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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大多数城市易受洪涝灾害的威胁，但以“水适应人”为特征的城市水利系统暴露出很

多问题。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人适应水”为特征的洪涝灾害斗争经验，以“洪涝适应性景观”的视角

分析研究，对当今城市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本文提出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包括选址确定的城市外部

环境以及因防治洪涝而形成的城市内部形态，并以太湖下游平原城市为例加以阐述。历史上它们依靠坚固

又灵活的城墙和水陆门闸作为挡水设施，利用河渠湖池组成的城市水系作为排水和调蓄设施，形成了水陆

相邻、河街平行的双棋盘城市形态格局；随着现代城市防洪体系的建设，大包围防洪堤取代了城墙充当挡

水设施，排水管网和泵站取代了水系来排洪，河网水系的破坏造成水乡城市肌理瓦解，现代城市防洪体系

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本文提出应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树立新的洪水观，建议通过判定洪涝安全格局来

选择适宜建设区域，尊重和保护传统洪涝适应性景观，以及建设多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以发挥包括应对洪

涝在内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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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大部分人口和产业集中在江河湖海沿岸地区，甚至处于洪泛区内，再加上大陆性季

风气候降雨集中等特点，大多数城市易受洪涝灾害威胁。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对土地需求的增

加，人们迫切希望修建大量水利工程以控制洪水。但片面依靠各类防洪工程的负面影响日趋

突出，重视点忽视面、注重单一效能而忽视多方影响、重近期而轻远期等现象已经引起人们

对水利工作的反思[1]。从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转变，“与洪水为友”的理念开始涌现，“人适

应水”的思路也再次被发现和重视[1][2]。 

我国古代人民在在长期与洪涝灾害斗争的过程中，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积累了大量具

有朴素生态价值的经验。这种“生存的艺术”对当今城市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目前对它

们的整理归纳和应用常常仅从水利的视角看问题。俞孔坚等提出洪涝适应性景观的概念，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强调景观是在外界的环境及其影响以及人类自身的改变共同作用下最

终形成的产物[3][4]。黄泛平原城镇择高地而居、修筑城墙和护城堤以及蓄水坑塘的适应性景

观策略被成功地用以指导菏泽“水城”的保护和建设 [5]，可见对历史上城市洪涝“适应性



景观”的总结对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本文试图提出洪涝适应性景

观的分析框架，以太湖下游平原城市为例加以验证，并在分析古城洪涝适应性景观的蜕变、

消失及其影响的基础上为未来城市规划建设应对洪涝提出建议。 

 

2．太湖下游平原古城的洪涝适应性景观 

城市的洪涝适应性景观是多尺度的：较大尺度表现为城市在区域中的外部环境，较小尺

度则是由于防洪防涝而形成的城市内部形态及其景观要素。下面以太湖下游平原城市为例加

以阐述。 

2.1 适应洪涝的城市外部环境 

城市在区域中的外部环境主要通过选址来确定。我国古代城市在选取建设环境时通常都

经过严谨的调查论证，主要建立在两大思想基础上。一是以《管子》为代表的提倡因地制宜、

环境实用主义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二是与天人合一思想和自然生态观密不可分的风水学

说。在城市选址与水的问题上，二者都不仅体现出“得水”“近水”的特点，还十分关注规

避洪涝灾害，体现出“畏水”“治水”的特点。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

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①
，体现了对水的辩证态度。风水学

说也形成了一套聚落选址避水害的具体完善的方法体系，包括：选址在“澳”位；城址的高

下、临水的远近则应当是“远不欲小，近不欲割，大不欲荡，高不欲跌，低不欲扑”；选择

水情稳定之处；利用自然地物的阻隔减少冲刷、甚至改变水流方向等[6]。总而言之，地形和

河湖分布是影响古代城市防洪布局最关键的因素。 

苏州城是太湖下游平原城市选址成功的典型案例，它选址于自低丘陵至平原过渡地带的

地形较高处，与太湖之间隔着一群小山，避开太湖洪水的直接冲击，城区地势略高于周围地

区，并且“通三江五湖”，便于排水。太湖下游平原的其他城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是选择地势较高处建城。从太湖流域的城市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可以清楚的发现，几

乎所有城市都建于低洼地区中地势相对高亢的位置（如图 1）。城市内部若有一定的高低起

伏，则会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来建设，比如古苏州城宫城择中而立，但略偏城东南，就

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高、河道较少，可以有效降低洪涝灾害风险。 

其次是濒临区域主要河道，确保排水通路。从太湖流域城市与水系布局间的关系可以清

楚发现，几乎所有城市都傍水而建，且城市等级越高，其依托的水道级别越高。明代《吴中

水利全书》中所绘制的东南水利七府全图（图 2）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太湖地区城市与区



域主干水系的耦合关系。与一般城市依傍自然水系建成有所不同，太湖下游湖荡纵横、水网

密布，人为新建或改造的水道非常常见，本区域的城市不断改造周边水系条件建立区域间的

排水通路，在区域尺度上创造适应洪涝的城市外部环境。 

  

图 1  太湖流域城市与地形关系图 图 2 明代《吴中水利全书》中的东南水利七府总图 

2.2 适应洪涝的城市内部形态 

在选择的外部环境不够优越或者环境发生变迁的情况下，古代城市会采取各种措施创造

适宜的生存条件来规避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些设施可以归纳为挡水建筑、疏排系统[7]或障水、

排水、交通、调蓄系统[8]，其中城墙、堤防、海塘、门闸等可防御外部洪水侵入城内，是挡

水设施；城内河渠湖池共同组成的城市水系可把城内洪涝排出城外，还具有重要的调蓄作用。

城墙和护城堤作为城市的边界塑造了城郭的形状，对河湖的利用和改造塑造了城市的水系景

观，而水系作为城市骨架又限定着建筑和道路生长的方向。古代城市为应对洪涝灾害采取的

各种措施对城市空间整体形态及构成要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形成适应洪涝的城市形

态，上文提到的黄泛平原区就形成了水在城中、城在水中，以及阴阳城三种独特的江北水城。 

太湖下游平原地区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水城”，也是洪涝适应的结果。苏州城位于太

湖出水口区，城内地势低平，河流纵横交织。据史料记载，自公元 278 年到 1931 年的 1600

多年中，苏州市区遭受水灾 57 次
②
，纵观苏州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治理水、规划水、利用

水的过程。公元前 514 年，吴王阖闾修筑都城，奠定了苏州古城最早的基础。根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苏州城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都城采用“宫城、大城、廓城”三重城的型制，

因地处江南水乡，西高东低，西面来水，东面泄水，因此大城因地制宜采用南北长而东西窄，

略显长方形的形状。二是宫城择中而立，略偏城东南，是由于这一带地势较高、河道较少，

可以有效降低洪涝灾害风险；三是吴大城有水陆八门，城中一横一纵辟有宽阔的河道，“广

二十八步”，条条街衢河道通过八对水陆城门出城。根据南宋《平江图》石碑绘制的地图，

苏州古城四周城垣内外都有护城河，主河道有东西向横河 12 条，南北向直河 5 条，街道与



河道平行，水陆相邻，前街后河，为双棋盘网状布局，另有 69 条支流与之沟通，据测算，

当时城内河道约 82km。至明末城内河道总长比宋代有所增加，大约在 87~92km 之间，是苏

州历史上城内水道最长的时期。苏州古城内有八九十公里河道，如蓄水库能承受数百万立方

米容量的暴雨，而众多通畅的河道成为城市的排水系统，再加上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八座水

城门和门闸，组成一个拒水害、兴水利的城市水利工程体系。正因如此，苏州自南宋嘉定十

六年至清末近七百年无洪涝的记录
③
。 

除苏州之外，将上海、嘉兴、湖州等地的主要城市在历史时期的城郭图和城市建设特点

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共通之处（如图 3），即通过坚固又灵活的城墙和门闸、发达的

城市水系、街道傍堤临水形成的水陆双棋盘的城市格局来应对洪涝灾害的威胁。 

 

 

 

松江古城 嘉兴古城 嘉定古城 

 
 

 

常熟古城 昆山古城 上海旧城 

图 3  明清时期太湖平原下游城市水道图 

（资料来源：嘉兴水道图来自清嘉庆《嘉兴县志》，其余城市水道图来自明《吴中水利全书》） 

2.2.1 坚固又灵活的城墙和水陆门闸作为挡水系统 

城墙及其门闸堰坝是古城防洪的重要设施，也是太湖下游平原古城形态的重要构成部

分，并且具有显著的特征。 

一是因地制宜的城垣形状。中国大部分地区古城采用方形城墙，但太湖下游平原地区有

方而不方，圆而不圆，极不规则形，还出现圆形城池（如图 4）。方形和近方形的以苏州为

代表，苏州古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微有屈曲。城北护城河水流湍急，因此东北和西北的



城墙拐角做成抹角，使水流畅不致冲塌城角和河岸，为了避免太湖洪水的正面冲击，则把西

南城墙拐角做成外凸的形状，把盘门由西南的方向转到面向东南，减轻洪水对盘门水门的压

力，东南角因水流平缓仍做成直角[9]。近圆形、椭圆形的城以嘉定、上海、常熟为代表，其

中嘉定尤为典型，几乎为正圆形。近圆形的形态可能是为了节省经费，也有可能和防卫比较

便利有关[10]。还有一些不规则形态的，以松江、嘉兴、昆山等城为代表，通常是因周围山

体或骨干河流形态限制而因地制宜灵活建设的结果。 

   

苏州 南汇 太仓 

  
 

松江 嘉兴 昆山 

   

嘉定 常熟 上海 

图 4  太湖下游平原典型城市古城墙形态（根据民国时期各地县志舆图绘制） 

二是坚固的城防和月城、瓮城。城门外加筑月城、瓮城，不仅有利于军事防御，而且形

成防洪的两道防线。因此，不少古城增筑瓮城和月城，苏州的盘门筑有兼具水陆城门瓮城，

以加强城门的防洪能力。 

三是灵活设置的水陆门闸。若遇大水则关闭水门，拒洪水于城池之外，从而减轻城内水

害。宋代由于水门门闸毁坏，导致嘉定年间苏州（平江）城损失严重，而门闸修葺一新之后

400 多年间苏城无水患记录[8]。水门的数量、位置并不确定，根据情况灵活设置。一般来说，

在受洪水正面冲击之处，不宜设城门。苏州古城西南曾设有胥门，乘胥江来水，但为了防止

洪水冲破城门，胥门多次被关闭或堵塞，并增辟葑门水陆城门（城内出水方向），以分减胥

江水势有利泄水。 



2.2.2 发达的城市水系作为排水和调蓄系统 

发达的城市水系是太湖下游水乡城市的共同特点，且城市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具有

规整性， 由护城河和城内河渠湖池组成。 

苏州古城的护城河不单有外城河还有内城河，城外河道通过护城河和城周八座水门与城

内河道相连，形成内外沟通的水系系统。太湖下游其他城市几乎都有完整的护城河，护城河

讲究深阔，松江古城护城河池广 10 丈，深 7 尺余，嘉兴古城护城河阔 22 丈，湖州罗城濠阔

数十丈，深不可测
④
。 

水城内河网高度发达，密度很高，但分布不一定均匀。苏州城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因

而河道北面多而窄，南面少而宽。水网形态以纵横网络结构居多，例如苏州古城内河网由横

河和直河组成，直河沟通和调节横河之水，古有“以塘行水，以泾均水”的说法，这些干河

宽达十余米，支流系统则由派生于干河的众多横河构成，宽约六米。嘉定古城内则由歪斜的

十字形主干水系，连接着弯弯曲曲的水道通向城内四面八方，青浦县城内水网河道也并非纵

横平直，而是形成一种自然式的美景。除了河道之外，水城内还散布一定数量的湖池。苏州

城明清两代第宅园林多达 200 多处，院内叠山理水，或大或小都有水池，且都与外河道沟通，

增加了不少调蓄水的容量；松江古城内有若干河道端头蓄水池，城西南还有面积较大的西湖；

嘉定古县城于明代万历年间在县城南部五条河流汇开挖了一处供调蓄的湖池汇龙潭。 

2.2.3 水陆相邻、河街平行的“双棋盘”水乡城市格局 

苏州城河道纵横，桥梁众多，街道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造，逐步形成了“水陆相邻、

河街平行”和“前街后河”的双棋盘式城市格局[11]。从河道与街巷、建筑的组织方式上来

看，有一河一街型、有河无街型、一河两街型、巷弄型、街市型等[12]，从沿河方向上有“民

居—路—水—路—民居”“民居—水—民居”“水—路—民居—路”等不同组合模式[13]。实际

上，太湖下游城市聚落的发展过程就是沿河沿堤不断扩张、蔓延的过程。规模相对小的村镇

则往往依河形成一河一街，后发展成一河两街、前街后河、街河相间等格局，后又发展成多

条河道纵横相织而成的“十”字形、“丁”字形、“双十”字形和“井”字形等[14]。 

 

3．太湖下游平原古城洪涝适应性景观的蜕变和消失 

随着城市的发展，由城墙、门闸、河渠湖池等构成的具有挡水、调蓄、排水功能的传统

洪涝适应性景观逐渐蜕变和消失。以苏州为例，到了清代，由于战争损坏，居民侵占以及缺

乏疏浚等原因，填去河道 47 条（段），约 23.8km；民国时期用填河筑路的方式整治河道环

境、建设陆上交通，又填埋河道 8 条（段），长约 6.67km
⑤
；到 1949 年初，苏州城内河道总



长仅为 40km，其中三横三直主河道长约 17.5km，8 座城门的水门也因年代久远，大部分损

毁，仅留下盘门水门一座
⑥
。1958 年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运动中，又填平了 12 条

河道。70 年代“文革”又“深挖洞、广积粮”，利用河道作防空洞，居民又在其上搭建大量

违章建筑，使本来沟通的干道河流成为死水端头浜，城河骨干水系减少到三纵三横，污染也

更趋严重。80 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苏州城内水网被破坏的趋势更加显著，

大量河流水域不断消失，区域线状和面状水系明显减少，河网水面率和密度随之下降，河网

复杂度和结构稳定度不断减小，河网发育趋向于主干化、单一化。[15]对上海水系变迁的研

究也表明 1860—2003 年的 140 余年间上海中心城大量河道阶段性集中被填没、水面率下降、

河道槽蓄容量降低。[16]同样，嘉兴古城内大小河道 30 余条，至解放时绝大部分城市河道也

被填平。 

传统洪涝适应性景观的瓦解使得洪涝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太湖下游低洼平原城市被迫

开始建立新的防洪设施体系。苏州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采用分片治理、大包围的思路，将

防护范围扩大到 41 km2，分成 18 个保护片，采取外河筑堤防洪、内河建闸设泵排涝的方法

应对洪涝灾害，同时在上游进水河道建闸控制上游来水，整治下游出水河道以利洪水迅速排

泄，并改造低凹地段抬高路面，扩大下水道，疏通城内河道，修建挡墙驳岸，建设排水泵站，

构成新的城市防汛系统。后来为了提高防洪排涝标准，建设若干枢纽、节制闸以及防洪堤工

程再次将防护范围扩大到近 80 km2，防护标准达 200 年一遇。其他城市也通过类似的城市

大包围的方式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洪涝灾害威胁。嘉兴市在 1999 年洪涝灾害之后按照百年

一遇的标准投资兴建了面积达 100km2的大包围城市防洪工程，共建设堤防 42.1km，大小水

闸 50 座以及大量排水泵站
⑦
。无锡市 2008 年建成的防洪大包围包括 7 个泵站、27 台机组，

排涝能力 415m3/s，保护面积达 136km2 [17]。 

采用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建构起的防洪系统与传统古城洪涝适应性景观截然不同，新建防

洪堤、抬高加固河流驳岸、或用道路作为自然防洪堤成为现代城市防洪的主要手段，大量防

洪堤（墙）取代了古城城墙的挡水功能；城市内水体的减少逐步瓦解了原有的城市水系及水

陆相邻、河街平行的双棋盘格局，水系的排水、调蓄能力也受到严重损害，而大量排水管网

以及排水泵站取而代之成为现代城市排涝的主要方式。 

城市防洪大包围一度取得很好的效果。以苏州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大包围建成之后，

有效地应对了 1989 年的大暴雨和 1991 年的特大洪水[18]。但当越来越多城市采用这种大包

围的防洪排涝模式时，其弊端却越来越显现出来。无锡市大包围建成之后，由于城市排水管

网系统标准低导致短时强降雨不能及时汇集入河，河道水域面积减少调蓄能力下降导致骨干



河道排涝压力太大，河道断面萎缩导致行洪能力不足，并且受周边洪水形势影响而涝水外排

出路受限，大包围还是难以抵抗短时强降雨情况出现的洪涝问题[17]。其次，随着包围的逐

渐增多和扩张，区域主要的排洪河道可调蓄和行洪的水面越来越小，洪涝风险大幅度转移到

了围外区域，加剧了周边的洪涝灾害。大包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水环境的影响。汛期大

包围关闭，内外河道长期隔绝，圩区内外水系调蓄能力、水土自由交换功能大大减弱，水体

自净能力降低；另外圈围筑堤破坏了河网水系完整性，城市河道两岸建设防洪墙失去了河流

的自然特色，“小桥、流水、人家”的鲜明城市个性逐渐淡化。 

 

4．面向未来的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 

 太湖下游平原古代城镇通过合理选址确定适应洪涝的外部环境，再修建城墙、门闸挡水，

利用河渠湖池调蓄，通过河道水网排涝，古城的洪涝适应性景观包含着适应自然、利用自然

的智慧；而现代城市防洪体系则强调人为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用大量工程化措施来应对洪

涝，防洪堤包围越建越大、越筑越高，泵站越修越多，有强大蓄排能力的河道水系却越来越

少，最终导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却内外矛盾重重，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洪涝灾害的挑战，

城市发展应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打造面向未来的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以下提出四点建议： 

4.1 树立新的洪水观 

应当深刻反思当今“水适应人”的思路，向“人适应水”的方向回归，摈弃与洪水为敌、

控制自然的思路，提倡与河流共存、与洪水为友，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应

反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思维方式，摒弃单纯工程化的洪涝防治方式，提倡用系统

的眼光统筹处理洪涝灾害。 

4.2 判定洪涝安全格局来选择适宜建设用地 

 对洪涝过程进行分析、评价与模拟，判别对防洪除涝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要素、空间位

置和空间联系，可建立洪涝安全格局。它包含现状滞洪区、重要湖泊、湿地和发生流域性洪

水灾害的主要淹没区域，旨在构建一个自然连续的洪涝调蓄系统，为洪水留出基本的宣泄空

间，实现工程治洪和自然调蓄结合的防洪减灾空间策略[19]。洪涝安全格局分析可以在不同

尺度上展开，为城市判定重要的防洪除涝减灾空间，为现代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提供科学的选

址依据。 

4.3 尊重和保护传统洪涝适应性景观，尤其是城市水系 

应充分尊重和保护传统的洪涝适应性景观，不仅因为它们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较强的洪

涝适应能力，还因为它们是地方重要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古代城市解决洪涝问题不仅靠



“挡”，还有“排”和“蓄”，因此非常重视由河渠湖池组成的城市水系。在现代城市建设过

程中应充分保护城市水系，甚至新开挖一些河渠湖池，确保适宜的水面率。保留水系及其他

生态要素有助于减少地表径流，并有利于调蓄和排洪，能极大节省防洪排涝水利工程、改善

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花费。另外可以通过水文模拟计算出一个城市比较合理的水面

率，即水面率与洪涝适应能力之间关系的临界值，低于该值，区域洪涝形势明显恶化，而高

于该值，对改善洪涝形势的边际效益越小，再结合实际情况来协调水系保护和城市开发之间

的关系。 

4.4 建设多尺度生态基础设施，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

服务的基础，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20]。从

这个概念出发，不仅要尽量保护城市中的自然水系，还可将水系统与绿地系统、生物栖息地

系统、文化遗产系统、游憩系统相结合，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有利于综合治理水资源、水环

境、水灾害以及以水有关的其他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基础设施还是

多尺度的，大到国土范围内的生态保护网络，小到街边的雨水花园，都可以成为系统的一部

分。从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框架到城市蓄排系统的恢复完善再到场地尺度的雨洪管理设计，

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可行性[5][21]。 

 

注释： 

①管子·乘马 

②⑥数据来自 1997 年版《苏州水利志》 

③同治《苏州府志》卷 143“祥异” 

④正德《松江府志》卷 9《城池》，光绪《嘉兴府志》卷 4《城池》，成化《湖州府志》卷 3《城池》 

⑤资料来自 1995 年版《苏州市志》 

⑦2008 年出版《嘉兴市水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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